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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 “基督圣体”为摹本，西方中世纪至 １８世纪发展出以主权者为头部
的 “国家身体”神学政治。“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的教义，决定了 “国

家身体”的二维构造及其特征。横轴上，代表头部的主权不可分割，君主制、贵族

制、民主制三者必居其一，混合制或三权分立被视为 “多头怪物”；纵轴上，单一

制被视为维持 “一个身体”的正常国体，联邦制意味着身体割裂或畸形的 “双头

双体”。这不仅体现在霍布斯的 “利维坦”之构造，还决定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三

权分立和联邦制的恐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身体政治学”，与 “一个头部，一个

身体，一个灵”的神学政治存在着惊人的暗合之处，但没有 “身体大于头部”的

神学政治观念，民初的国民不仅患有 “共和民主恐惧症”，还患有更为普遍的 “联

邦恐惧症”，这或许决定了民初的国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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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有论者认为，德国学者阿尔布雷希特于１８３７年最先提出了 “国家法人”概念，并将君

主和臣民分别喻为人体的头部和四肢。〔１〕至于宪法学中的 “国体”学说，加拿大学者布朗

利声称，这是 “日本历史上发展出来的一个最具有原创性的政治观念”。〔２〕还有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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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家喻为人体并赋予其生命，乃１９世纪德国法学家基尔克、伯伦知理等人的 “国家有机

体学说”的发明。〔３〕

　　然而，“国家法人”、“国体”以及１９世纪所谓的 “国家有机体”学说，至少在霍布斯

那里就已系统化了。貌似巧合的是，与阿尔布雷希特采用的比喻一样，霍布斯笔下的 “利

维坦”有着人一样的身体：国家 “这个庞然大物 ‘利维坦’……是一个 ‘人造的人’……

‘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 ‘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

‘关节’”。〔４〕同样，霍布斯也提到 “国家法人”的概念，认为 “国家体现在代表者身上只

是一个人……主权者，也就是国家法人”。〔５〕

　　其实，这一人体仿生政治学的画像 “国家身体”，既非 １９世纪德国的发明，亦非日本
的原创，更非源自霍布斯之手。准确地说，“国家法人”和 “国体”、“政体”概念乃孪生

姐妹，而其历史更为久远。以圣经文本中基督为 “头部”的 “基督圣体”这一画像为基础，

西方中世纪至１８世纪的神学家、教会法学家、政治家中的教权主义者和王权主义者，先后
发展出以教皇为 “头部”的 “教会身体”和以国王或议会为头部的 “国家身体”。“一个头

部，一个身体，一个灵”的教义，不仅证成了 “头部之灵”或 “头部理性”对各器官进行

统辖的必要性，还决定了 “国家身体”的二维构造：在横轴上，代表头部的主权者不可分

割，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必居其一，混合制和三权分立则被视为 “多头怪物”或

“分裂的头部”；在纵轴上，单一制被视为 “国家统一”，而联邦制则意味着 “国家身体的

割裂、国家死亡”。这不仅体现于霍布斯的利维坦，还体现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体抉择

上。然而，自中世纪末至宗教革命之后，清教反对将 “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运

用于教俗政治中，缔造了横轴上的混合制和三权分立，在纵轴上结出了联邦制之果。就我

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身体政治学”，与基督教古老的神学政治存在着惊人的暗合之

处，但由于未经历类似清教神学政治的洗礼和重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的民初二十年间，

国民不仅患有 “共和民主恐惧症”，进而导致共和制与君主立宪的更迭乱象，还患有更为普

遍的 “联邦恐惧症”，从而决定了制宪十年联邦制的失败、单一制的胜出。

一、从基督圣体到国家身体

　　圣经中有一神秘隐喻，即基督身体。其中，头部是基督，“身体只有一个……建立基督
的身体……连于头部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其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

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以弗所书》４∶４—６）。使徒保罗也提到了这一隐喻：“就如同
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哥林多前

书》１２∶１２）。
　　以此为基础，“基督圣体”成为中世纪教会政治的标准用语，教会被比作基督身体，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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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是头部。在５世纪教皇信件中，教会被视为 “基督圣体的头部”，〔６〕但是到了 ８３０年前

后，奥尔良的乔纳斯主教写道， “普天之下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身体的头部”。〔７〕

１２６４年教皇博尼费斯八世宣称，“教会作为一个神圣的身体，其头部是基督”。〔８〕阿奎那

在其 《神学大全》中强调，因其与人的自然身体十分相似，“整个教会被称为一个神秘身体

……耶稣被称为教会的头部”。〔９〕即使到了１６世纪，这一比喻依然盛行，如 １５７９年朗圭特

写道：所有人均承认，“基督是头部，而其成员都被凝为一体……教会被喻为一个身体”。〔１０〕

　　然而，在中世纪鼎盛时期，作为教会身体头部的基督，逐渐被教皇取代。１０５９年，红

衣主教彼得·达米安宣称，罗马教会是基督世界的 “头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提出，罗马教

会是头脑，其他教会则是器官。〔１１〕随着 “教皇乃基督代理人”的观念在 １２世纪盛行，〔１２〕

“头部”从罗马教会、基督转移到教皇，仅一步之遥。法国主教明谷的伯纳德在谴责罗马人于

１１４６年遗弃教皇犹金三世时，将教皇视为身体的头部： “愚昧的罗马人……你们让自己的首

脑、让所有人的首脑遭受了损害。”至此，伯纳德改变了格里高利时期把罗马作为头部、其他

教派作为器官的思想，从而将 “教皇作为头部，基督教徒个体作为器官”。〔１３〕相应地，“普天

之下”这一名号迅速从教会转移到罗马教皇，正如 １２世纪法学家鲁菲努斯指出，“今非昔

比，我们通常在信中将罗马教皇称为 ‘普天之下’了”。〔１４〕将教皇主权推至巅峰的英诺森

三世声称，如果把教会比作身体，作为身体头部的教皇享有绝对权威，而主教则是肢体。〔１５〕此

外，有着法学教育背景的教皇英诺森四世还引入了法学概念 “虚拟的人”，〔１６〕法学家使用的

“虚拟的人”开始与 “神秘的人”、“神秘的身体”同义。〔１７〕

　　与此同时，王权主义者也如法炮制，用世俗君主替代了教皇，用国家替代了教会。第

一个将君主喻为国体头部的是英国主教萨尔兹伯利的约翰，他宣称， “国家的头部是君

主”。〔１８〕１３世纪著名的罗马教会法学家威廉·杜兰德把君主称为 “罗马教皇”。〔１９〕１３世纪

后期的比利时哲学家戈弗雷声称，按照自然的安排，“每个人都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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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秘身体的一个器官”。〔２０〕１４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卢卡斯·潘那的比喻至为经典：“君主
是王国的头部，王国是君主的身体。在关乎灵魂的事情上，基督是这个共同体的头部。在

关乎政治的事情上，该身体的头部是君主。”〔２１〕英国的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写道，犹如自

然之体，国家是 “一个神奇的实体，它由一人统治，犹如头颅”。〔２２〕伊拉斯谟沿用了前人

的说法， “君主之于民众的权威，犹如大脑之于身体”。〔２３〕英国著名法学家普洛登在其

１５７１年出版的案例集中写道，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身体，另一个是政治身体，
在这一 “法人中，他和臣民相互融为一体，他是头部，他们是器官”。〔２４〕以基督为头部

的 “基督圣体”，经由以教皇为头部的 “教会身体”，最终演变为以世俗主权者为头部的

“国家身体”。

　　在这一以国王为头部的神秘身体中，社会各个阶层分别被喻为不同的器官。在给罗马
皇帝图拉真的信中，普鲁塔克比喻说：君主和诸王是至高无上者，相当于 “活的身体的头

部”；从君主那里分出具体机构，“犹如外部的肢体”，执行从人的大脑发出的行动指令；爵

士和贵族就是 “手臂”，正如一个人的肢臂承受劳苦一样，“他们要承担维护君主的法律和

政策之重负；他们也是手，应当拨挡一切有害物和无用物”，其他阶层的人就像 “胃腹、

脚、足”。〔２５〕萨尔兹伯利的约翰比喻称：“国家的头部是君主……心脏是议会……法官和地

方主政官是耳朵、眼睛和嘴；官员和士兵是手……两足对应的是农民。”〔２６〕在中世纪法国

著名女作家比赞的笔下，贵族和骑士为政治体的手臂，普通臣民为胃腹、腿和足。〔２７〕其实，

从词源学来看，器官也对应着国家职能机构，如在英语中，军队 “ａｒｍｙ”源于手臂 “ａｒｍ”，
而 “ａｒｍ”兼有武器的含义。
　　作为头部的国王，还被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家喻为国家医生，“治国如治病”。〔２８〕德国著
名的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比喻说，政治身体的疾病应当由君主根据时

机， “望、闻、尝以确定相应的医治方案”，然后将良药送入牙齿 （即枢密院）、肠胃

（大政议会）和肝脏 （司法机构）。〔２９〕这一诊断权，其实就是后世宪法学中紧急状态下的

“决断权”。例如，在英国 １６３７年的车船费一案中，大部分法官认为，当国家处于紧急的
危险状态时，“是否存在这一危险以及何时、怎样防止这一危险，国王是唯一的判断者”。〔３０〕

其逻辑基础，正如法官威廉·琼斯所示，国王作为 “身体的头部”和大脑，当然独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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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断权。〔３１〕

二、国家身体的二维构造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以弗所书》４∶４—５），“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哥林多前书》１２∶１２）。因此，“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的教义，

在中世纪和启蒙时代，就成为教会政治体和世俗国家身体的摹本，相反，“一体双头”、“一

体多头”，以及 “一头双体”、“多头多体”，均被视为 “怪胎”，是国体分裂和死亡的厄兆。

正是基于这样的神学政治隐喻和禁忌，中世纪的神学家、政治家、法学家以及启蒙时代的

博丹和霍布斯等人，完成了国家身体的构建，国体内容和国体类型才得以标准化、系统化。

　　 （一）只有一个头部：谁是头部

　　头部只能是唯一的。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教权主义者反对世俗国家的理由就是，

教皇乃尘世唯一的头部，“如果君主成为额外的头部，我们竟然有双头的怪物，这是双头的

怪兽”。１６世纪的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反对声音。〔３２〕同样出于对双头怪兽的忌讳，世俗主

义者贬低教会权力。例如，国家主义者霍布斯否认两个头部的政治权力构造：如果有一个

主权者存在，而又有一个最高权力者存在，这就是本身分裂的王国，无法立足；每个臣民

必须服从两个统治主，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当这两种权力相互对立时，国家便只会陷入

极大的内战和解体的危机中。〔３３〕在教皇主权早已式微的大背景下，世俗之王作为唯一的头

部，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头部的唯一性不仅体现在对教会与国家的取舍上，更体现于教会身体和国家身体的内

部构造。中世纪教会反对 “多头”的教权政治构造，排斥多元政治，其理由是，“如果教会

……实行所有人共治，所有人就都是头部，这就根本不存在一个身体了。这也是另一种怪

物”。〔３４〕１７０１年，英国对牧师亨利·萨谢弗雷尔刑事指控的根据之一就是，被告曾提出，

既然英国国王是教会的头部，那么，“将教皇添加为教会的另一个头部，教会即刻变为一头

怪物了”。〔３５〕由此可见，多头共治的混合制，乃教会政治的忌讳。

　　这一忌讳也同样适用于世俗政治，博丹的主权理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点。博丹所

谓的主权者，其实就是国家身体的头部，而 “唯一的头部之所在”就成为 “唯一主权之所

在”。历史上斯巴达、罗马和威尼斯曾经出现的 “双王共治”等混合制，被博丹斥为 “不是

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体的异化”。博丹提出的有关主权的两个著名论断，用古老的神学话

语来阐释就是：第一，主权不可分割，即头部不可分裂；第二，要么君主制、要么贵族制、

·５７１·

国体的起源、构造和选择：中西暗合与差异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ＳｔａｔｅＴｒｉａｌｓ，３，ｐｐ．１１８４－１１８５．
ＳｅｅＯｔｔｏＧｉｅｒｋ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ａｉｔｌａｎ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００，ｐ．２２．关于１６世纪英国的状况，参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ｏｋｅｒ，ＷｏｒｋｓｏｆＴｈａｔＬｅａｒｎｅｄ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ｏｕｓＭ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ｏｋ
ｅ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ｉｇｈｔＢｏｏｋ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ｏｔｈｅｒ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Ｖｏｌ．３，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８２０，
ｐ．３２９．
参见前引 〔４〕，霍布斯书，第２５６页以下。
前引 〔３２〕，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ｏｏｋｅｒ书，第３２９页。
ＳｔａｔｅＴｒｉａｌｓ，１５，ｐ．１６７．



要么民主制，根本不存在多头的混合政体，这其实是 “只有一个头部”的另一种说法。〔３６〕

可以说，经由博丹之手，古老的身体神学政治转变为法政学中的主权学说，排除混合制、

以 “主权唯一之所在”划分政体 （国体）类型的三分法，就成为后世的模板。例如，博丹

之后的温森特·卡博在谈到世俗国家身体时，断然否认 “混合制”的存在：“正如一个尘世

不能有两个太阳一样，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国王。”〔３７〕

　　霍布斯和卢梭亦然。霍布斯在 《利维坦》中宣称，“分割国家权力就是使国家解体，因

为被分割的主权会相互摧毁”。君主、平民、贵族共享主权的所谓 “混合君主国”，被霍布

斯视为分裂国家：“这却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只是把一个国家分成三个集团……不是一

个人格和一个主权者，而是三个人格和三个主权者。”在霍布斯看来，这是畸形的国家形

态，犹如 “一个人身体旁边又长出另一个人来，具有自己的头部、臂膀、胸部和胃部……

他在另一边再长出一个人来”。〔３８〕遵循同样的逻辑，卢梭坚持主权不可分割，在批判孟德

斯鸠等人的权力分立时，卢梭比喻说，“他们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

……用几个人的肢体来凑成一个人体的样子，其中一个有眼，另一个有臂，另一个有脚，

都再没有别的部分了”。卢梭将权力分立学说斥为类似日本魔术师的 “江湖幻术”，“当众把

一个孩子肢解，把他的肢体一一抛上天空去……又居然把各个片断重新拼凑在一起”。在比

较混合政府与单一政府的优劣时，卢梭声称，“单一政府的本身是最好的，就只因为它是单

一的”。〔３９〕由此可见，受 “只有一个头部”的影响，断然否认多头的混合制，秉持主权者

一元论，乃教会政治体和国家身体的标准公式。

　　君主制如何过渡到民主制 （或议会制）？这是中世纪另一个大争论即 “头部大 （头部重

要）”还是 “身体大 （身体重要）”的映射和延续。在中世纪教会政治中，“头部大”的支

持者鼓吹 “教皇至上 （教皇主权）”， “身体大”的支持者鼓吹 “教会至上 （教会主权）”；

在世俗政治领域，这一争论的对应物就是，欧洲大陆的 “君主主权”与 “议会主权”之

争。〔４０〕英国内战期间神学家和政治家就君主主权还是议会主权展开的论战，〔４１〕实质依然

是身体神学政治之争。主张议会主权的科克法官写道，“议会代表着国家的整个身体”。长期

议会也坚称， “议会乃国家身体的代表”。１６４０年，议会主权的代表人物亨利·帕克断言，
“国家的权势大于国王的权势”。〔４２〕相反，主张君主制的亨利·费内宣称，国王 “乃政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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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至高无上的头部，他是这一王国的最高统治者”。〔４３〕针对有人声称平民院乃国家身体

的代表，１６４８年罗伯特·费尔默爵士反驳说， “议会中的平民，既不是整个国家身体的代
表，亦非国王的代表。国王乃国家身体首要的器官，是头部”。〔４４〕１６４３年菲力普·亨顿力
挺君主混合政体，费内对此批判道：“头部乃整个政治身体的联结所在。你 （亨顿）如何让

国王成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成为一个完整的头部？”〔４５〕

随着整体大于部分、身体大于器官的观点胜出，曾经作为头部的国王沦为身体的一个肢

体，头部的占据者由国王转移到议会，相应地，人民主权或议会主权取代了君主主权。然

而，如后文所示，在清教立国的英国与在坚守传统教义信奉天主教的法国，议会主权有着

完全不同的命运：在英国，它仅仅是昙花一现；在法国，沿循头部一元论的逻辑轨道，在

大革命期间，头部从君主过渡到人民。

　　 （二）“圣灵只有一个”：谁的良心、谁的理性、谁的灵

　　如果说皮肤是将各器官肢体在物理上联结一体的外部绑带，那么，圣灵就是将他们精
神上统为一体的神经中枢或内部肌腱，其重要性不言而喻。１６２８年英国主教劳德的布道词
将国家身体政治展现得淋漓尽致：“灵的统一是所有统一的肇因……灵统一的缺失，乃统一

体中所有缺陷的肇因。正如在一个人身体中，灵将所有器官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灵魂

破裂，成员则四分五裂。教会亦然，国家亦然。”〔４６〕

　　统辖、连接各器官于一体的圣灵，有时也被形象地喻为人体内的 “肌腱”，并被世俗化

为国家法律和宪法。１５２１年，王室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梵尼克斯说，“犹如自然身体由
神经和肌腱将骨骼与关节连在一起，法律就是将政治体连为一体并使其强壮的神经和肌

腱”。〔４７〕１６０７年，英国著名律师富勒在辩护词中把灵与国家法律联系起来，并强调，这 “犹

如自然身体中的肌腱，藉此，手、足和身体的其他器官得以敏捷地听命于头部而运动”。〔４８〕

　　根据使徒保罗的教导，“圣灵 ＝良心 ＝理性”，〔４９〕因此，“一个灵”就意味着一个思想、
一个良心、一个理性。正如劳德所言，所谓 “圣灵的统一”，就是 “让所有在这一宫殿的人

思想统一。教会统一头脑思想，国家亦然，这源自同一根基：一座宫殿一个思想……一个

身体受制于一个灵”。〔５０〕萨尔兹伯利的约翰写道：“如果国王安然无恙，所有人都是一个头

脑；如果国王死去，信仰则破裂。”〔５１〕但丁强调，一个人只有灵魂和躯体相协调，才算健

康，“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必须有统一的意志引导其他意志达到统一”。〔５２〕

　　然而，良心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所难免，“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良心”。〔５３〕个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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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个人判断，被劳德喻为身体内部各异的 “心情”，因其多样性，如果每个人都主张，必

然导致身体破裂，“这在自然身体中显而易见。身体的外部绑带是皮肤，如果身体内部充满

了太多的心情，它们就会纠缠不休，蠢蠢欲动，身体就会膨胀直至皮肤爆裂。同样的道理

也适用于教会、适用于国家”。因此，劳德强调，“竭力维护……灵的统一，无论在教会还

是在国家”，都关系到整体的生死存亡。〔５４〕

　　谁的理性、谁的良心代表 “唯一的灵”？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启蒙时代的国家主义者延

续并利用了中世纪 “公共良心高于私人良心、公共理性高于私人理性”的教义。该教义基

于 “三位一体”中的复合人格、复合身体理论，发展出私人身份与公共身份、私人良心与

公共良心、私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分，并且，前者屈从于后者。〔５５〕显然，在构筑头部与肢

体的关系、确定 “唯一的圣灵何在”时，世俗国家的构建者不难得出明确的答案：有着公

共身份、作为头部的主权者———国王或议会———之理性或良心，才是正确理性、正确良心，

才能代表统辖肢体的圣灵。以霍布斯为例， 《利维坦》列举了许多 “国家致弱或解体的因

素”，其中之一就是每个私人 “都是善恶行为的判断者”。霍布斯推理说，对国家的命令持

异议，人们 “按照个人判断，看看是否合适再来决定是否服从，这样就会使国家陷入混乱

并被消弱”。〔５６〕理性亦然，我们不能每个人都运用自己的私人理性或私人良心去判断，而

是要运用公共理性；私人理性必须服从公共理性。〔５７〕

　　可见，正是鉴于个人良心、个人理性的可错性，为了防止内部混乱、共同体解体，１７
世纪的国家主义者才将 “主权者理性”、国家法律等同于 “正确理性”。这就是神学中 “一

个灵”的教义在政治法律上的结晶。

　　 （三）“身体只有一个”：何种构造

　　 “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的教义，对世俗国家的构造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

从横轴与纵轴两个维度分别论述。

　　就横轴而言，“只有一个头部”、“主权不可分割”，决定了主权者是唯一的，横向切面
的中央最高权力之 “三权分立”以及 “混合制”，分别意味着 “一体三头”和 “一体多头”

的怪物。自博丹以后，混合政体作为一个畸形体，就游离于正常政体类型之外。

　　就纵轴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只有一个身体”的教义，使得基督教世界的国家身
体都是不言而喻的单一制。英格兰与苏格兰之耦合关系以及后世出现的联邦制，意味着

“双体一头”或 “双体双头”的怪物。正是头脑中萦绕着这样的禁忌和担忧，１６０３年英王
詹姆斯一世在议会中为自己同时统治英格兰和苏格兰进行辩护：“我是头部，整个岛屿是我

合法的身体。因此，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愚蠢地认为，作为基督教国王……我作为头部，

竟然有两个 （一个是英格兰，另一个是苏格兰）分裂、畸形的怪体。”〔５８〕同理，霍布斯把

联邦式的 “国中之国”喻为 “人体内的虫子”。在谈论导致国家解体的原因时，霍布斯说：

“国家的另一个毛病是城市过大……自治市过多也是这样；它们就象是一个大国家的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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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小国家一样，类似于自然人肠道中的虫子……就象医生称为蛔虫的那种小虫子一样，

骚扰国家。”〔５９〕由此可见，地方自治和联邦制，被视为导致身体破裂的禁忌。

　　 “只有一个灵”，只有代表正确良心或正确理性的公共良心或公共理性，才是唯一能够

向各器官下达指令的神经中枢或维系各部分的 “肌腱”。在法律语境中，它就被转换为宪法

或国家法律。这一始于头部、贯穿整个身体的一元论，其逻辑结果是，国家只能存在唯一

的宪法，联邦制被视为神经错乱、让肢体无所适从，最终导致身体崩溃的祸根。可见，“只

有一个灵”，不仅在横轴上强化了头部主权者的排他性和不可共享的特质，还使得纵轴上的

单一制取得了正统地位。

　　 （四）清教的国体模式

　　然而，在中世纪后期至１８世纪，还存在着与上述身体神学政治针锋相对的另一股政治
思潮，它致力于对传统身体神学政治的批判、解构和除魅，拒绝将 “一个头部，一个身体，

一个灵”推广适用于教会尤其是世俗国家的构建中，这就是最初被罗马天主教判为异端、

后来演变为宗教革命的清教运动。这一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主线，从 １４世纪英国的威克雷夫
及其信徒约翰·休斯提出 “根本无需头部”开始，历经四百余年的交锋和博弈，对西方政

治法律的理念重构和制度重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在国体构造方面产出的结果是，无论

横轴上还是纵轴上，主权者之数量均发生了裂变，由单数发展为复数。

　　在横轴上，英国率先于１７世纪突破了单数的限制，实行混合制，结出了共和与分权之
果。这一突破，是清教主义反对议会主权或议会专制的结果。长期议会期间，英国人发现，

议会作为唯一的头部，其专制之害不亚于君主专制。在反思议会专制的同时，在英国混合

制的基础上，１６４２年，清教徒查尔斯·赫尔勒第一个提出了权力分立学说，先于孟德斯鸠
一百余年。此后，在清教徒的推动下，英国、尤其是后来的美国，与头部一元制分道扬镳，

另辟蹊径，走向了从混合制到权力分立的道路。〔６０〕

　　在纵轴上，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和启蒙时代的清教政治家提出了 “两个头、两个身体”

的联邦制思想。〔６１〕至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联邦制最终成为清教国家的标准国体。
　　同样，英国清教主义反对以头部之思想作为唯一的灵来统辖全身，这对 “一个头部，

一个身体，一个灵”的国体起到了釜底抽薪的解构之效。１７世纪兴起的英国清教认为，个
人良心或私人良心本身就是上帝圣言，基督徒违反个人良心，必然招致地狱之灾，因此，

反对所谓的公共良心与私人良心之区分，进而反对 “公共理性、公共良心、国家理性”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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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个人良心或个人理性，就成为清教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６２〕这不仅摧毁了一元论的基

础，更瓦解了单一制的正当性。

　　总之，由于清教的兴起及其贡献，整个西方的国体形态呈现出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
奇特景观。横轴上，清教从混合制到权力分立的 “多头多元”模式，与 “一元论”下博丹

式的国体 （政体）类型三分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纵轴上，清教主义的联邦制，与传统天主

教国家的单一制相互对立。

三、法国大革命中的身体神学政治

　　法国大革命时期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无论横轴上的君主制还是纵轴上的单一制，都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然而，“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的教义，依然是其国体重构的基

础和前提。

　　大革命期间，古老的身体政治隐喻充斥着神学家、政治家的言论和著作。在一篇题为
《圣经论自由———致所有人和国人》的小册子中，作者警告：“必须认为我们的身体是一个

国家……只有将各个部分平等地团结一体，部分才能获致健康的政权和整体的福祉。如果

没有和谐的循环，整个身体将衰弱和憔悴。”吉恩·保罗·拉博强烈反对特权，但其诉诸的

理由并非特权违背了公平正义，而是特权的存在将导致国家身体内部器官的对抗和整体死

亡：“国家是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如果给予他们自相矛盾的志趣或让他们相互为

敌”，这不啻于 “将分裂导入国家，或者说，将身体分裂为相互对抗的不同器官”，其必然

的后果就是，“引发疾病，国家毁灭，政治体随即死亡”。１７８９年１月，有人疾呼，“参看一下
人的本性吧，这会让你坚信，必须只有一个头部……没有头部，心脏、嘴、手足将死亡”。〔６３〕

　　就横轴而言，崇尚一元论的卢梭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为深远。其实，从身体政治学
的历史来看，他的贡献也仅仅是，将中世纪 “整体大于器官”的观念和英国一个世纪之前

曾昙花一现的议会主权理论引入法国。被喻为头部理性的 “公共理性、公共良心”，经由卢

梭之手，从君主制中的 “国王理性、国王良心”转换为代表人民意志或人民良心的 “公

意”。〔６４〕１７８９年法国宪法也确认了这一点，相应地，横轴上的君主主权也被人民主权或议
会主权所取代。

　　然而，横轴上的这一变化，对大革命期间的法国仅仅意味着占据头部位置者的变更，
依然不变的是 “一个头部，一个灵”。吉伦特党领袖人物雅克·皮尔·皮埃尔声称，“国家

身体或政治体的头部是立法身体的头部”；相较之下，“行政权仅仅是政治身体的手臂”；二者

不能 “肢体错位”，否则，唯一的后果就是 “混乱和混沌，秩序与和谐将从国家中消逝”。〔６５〕

可见，大革命的实质成果，是议会取代君主成为国家身体的头部。同样，西耶斯将国家定

义为一个联合的身体，“必须有共同意志；没有意志的统一，它便根本不能成为有意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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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一个整体”。他断言，只要保留三个等级和三种代表，“意志便不可能是一个……永

远不可能把它们变成一种国民、一种代表和一个共同意志”。〔６６〕其实，西耶斯无非在重申

一个自博丹以来一直秉持的原则：为了防止头部分裂，坚守 “一个灵”，坚决排除可能导致

神经错乱的 “混合制”。正是信奉头部一元论的法兰西特质，决定了人民主权的倡导者卢

梭，而不是崇尚三权分立的孟德斯鸠，在法国备受欢迎。

　　纵轴上，划分行省和地方自治引发了恐惧。早在 １７６４年，为了克服古老的地方主义恐
惧，马奎斯就著文详述如何将教会、司法、财政以及不同的行政统为一体。１７７９年，经济
学家弗朗索瓦·勒也对权力分裂保持高度警惕，他试图 “将法兰西帝国的数百万计的个人统

一起来形成单一的身体”。此外，对削弱中央政府权威和效率之恐惧，也弥漫于大革命前夕。

例如，杜尔阁向国王提出了避免分裂的宏图：“为了消除精神上分裂……为了以秩序和统一的

脉搏取代分裂，要制定一个计划，将他们从王国的头部到手足逐渐地联为单一的身体。”〔６７〕

　　大革命期间，杜波特·迪泰特将划分行省的提案谴责为 “将国家身体各部分松绑”，法

国必将 “解体、死亡……地方市政将恶化疾病而非医治疾病。这一宪法完全是变态的”。行

省被阿贝·古特斯批评为 “身体上的肢解”、“危险的分裂”，被著名政治家、法学家布里亚

·萨瓦兰斥为 “政治性暗杀”，地方市政自治在巴伦·耶西看来是 “危险的”。西耶斯将分

而治之的联邦制视为 “怪物”：“法国不是分而治之的小国家的组合”，彼此分离的国家构造

和国家身体，“要么是政治上的怪物，要么是地理上的怪物”。〔６８〕历史学家证实，在当时的

法国，最遭人憎恶的政治派别就是 “联邦党人”，被视为反对 “统一而不可分割国家”的罪

犯，是 “攻击政治统一和破坏领土完整的罪犯”。〔６９〕

　　为何对联邦制如此痛恨？西耶斯的解释道出了背后的深层原因：“我看到许多有责任心
的人饱受令其痛苦的划分行省之观念的折磨。这些词语引发了他们的恐惧感：看到一个正

在被肢解、正在流血的身体。这并非无稽之谈。”〔７０〕

　　可见，法兰西国民所固有的 “混合制恐惧症”和 “联邦恐惧症”，在这一大变革时代浮

出水面，进而决定了其国体的重构和选择。横轴上，从君主主权过渡到人民主权，此谓变

化；摈弃混合制，坚守 “只有一个头”，此谓不变。纵轴上，维持原有单一制，憎恨联邦

制，此谓不变。这就是１７９１年至１７９２年间的宪法文本屡屡强调的 “一个主权”。〔７１〕

四、中国文化中的身体政治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身体政治学”

　　西方身体神学政治中的 “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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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７页，第７２页。
参见前引 〔６３〕，ＡｎｔｏｉｎｅｄｅＢａｅｃｑｕｅ书，第１０９页。
同上书，第１１７页，第１１５页，第１１０页。
参见 ［美］苏姗·邓恩：《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杨小刚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１页。
参见前引 〔６３〕，ＡｎｔｏｉｎｅｄｅＢａｅｃｑｕｅ书，第１１３页。
１７９１年法国宪法第三章第１条规定，“主权是一个，不可分割、不可分裂、不可改变”；第二章第 １条规定，
“王国是一个，不可分割”。１７９２年９月２５日国民会议重审，“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不可分割”。ＳｅｅＦｒａｎｋ
Ｍａｌｏｙ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ｒａｎｃｅ，１７８９－１９０１，ＷｉｌｓｏｎＣｏｍ
ｐａｎｙ，１９０４，ｐｐ．６４，６２，１２９．



似物，这就是中国古代的 “身体政治学”。〔７２〕

　　第一，国家被喻为身体，君、臣、民被喻为头部、手足等器官。如，舜告诫其臣曰：
“臣作朕股肱耳目”（《尚书全解》卷六）。又如，“大夫国体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故

曰国体”（《春秋?梁传注疏》卷十八）。梁傅解说：“上为君，故象首。二四皆臣，故二象

股、四象腹。此之谓国体”（《惠氏易说》卷三）。再如，“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

为股肱，民为手足”（《申鉴》卷一）。有时，君也被比喻为 “心”。如，汉武帝曾言：“君

者，心也，民犹肢体”（《礼记集说》卷一百四十二）。又如：“轩昊之代，君为心，兆民为

百骸”（《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一）。《太平经》也认为，“夫帝王，天下心也；群臣，股

肱也；百姓，手足也”。〔７３〕显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国体”镜像，与西方 “国家身体”

画像具有同构性。

　　第二，人无首为凶，国无君则亡。“无首凶象……无首则无所从，其凶不亦宜乎。”白
云郭氏推理道，“人为臣而无君，与无元首何异哉？是以凶而无所终也”（《大易粹言》卷

八）。而叶子对此的解释，一如西方头部之于四肢的统辖作用： “元首者，四体之所因也。

天子者，万民之所因也”（《叶八白易传》卷二）。

　　第三，在横轴上，全身统于首或统于心，一首定天下。孔子曾言，“天无二日，民无二
王”（《尚书全解》卷二十三）。违反之则为小人之道：“如七国争雄……民无定主，此便是

二君一民，小人之道”（《易经蒙引》卷十一上）。孟子回答梁襄王道，定战国之乱，唯有

“定于一”（《孟子集注》卷一下）。吕氏春秋强调，“天下定于一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吕氏春秋集解》卷一）。正是基于此，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原则，礼制统一就成为必

然：“自天子达于庶人，好恶哀乐其一也……夫是谓大道天下国家一体也”（《申鉴》卷

一）。

　　在这一身体中，首要的乃确定唯一的元首之所在： “一尊独主之义，惟其主宰先定于
一”（《周易像象述》卷三）。为避免政出多头，全身皆统于一、统于元首：“众之所以得咸

存者，主必致一也……无妄之理必由君主统之也……合之以元首，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

（《周易略例》）。君也被喻为 “心”，而 “心则五藏之王，神之本根，一身之至也”。〔７４〕因

此，“君以民为体，心者，体之主，而体则从心者也，故心壮则体舒”（《礼记集说》卷一

百四十二）。由此可见，中国数千年奉行君主集权制，或与 “元首定于一”的文化密切

相关。

　　第四，纵轴上，头部和肢体不可分割。保持头部与肢体统一，乃强国之道：“元首股肱
固结不解，如是，则……盛治永保也”（《易用》卷一）。首与肢体共存共亡，“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康哉则化成天下矣”（《大易粹言》卷三十）。天下定于一，不仅指

向一个头部，更指向一个身体或疆域统一：“若天下定于一，则率土莫非臣矣”（《论孟精义

论语精义》卷五下）。并且，“权之定于一尊，如此就爵之通于天下者”（《日讲礼记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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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身体政治隐喻，参见张颂之：《中国传统政治诸喻论》，《孔子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３６
页以下；吕有云：《道教身体政治学论纲》，《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８页以下。
杨寄林译注：《太平经今注今译》，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２３页。
同上书，第１５８９页。



卷十三）。相反，纵向的分权，乃中国传统王制的忌讳。孟子曾对梁惠王说道，“上下交征

利，而国危矣”（《孟子传》卷一）。天下之理定于一，“一则聚，二则分……君不可分其所

聚也”（《易翼传》下经上）。

　　最后，君主治国犹如治身和治病。如，《太平经》写道，“肾盛之气，增年百倍。极阴
生阳，其国大昌”。〔７５〕《吕氏春秋》称，“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吕氏春秋》卷十

七）。又如，“夫天下譬犹一身，身以神气为主，神气精明然后骨力坚强……治天下亦然”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一十三）。在道家看来，安国、养身，全形者也。帝王犹如国家医

师，“侯脉行度，以占知六方凶吉”。〔７６〕再如，“惟欲其施实德于民，如良医之治病”（《尚

书全解》卷十八）。

　　综上，“天下定于一”、“一权独尊”，与西方 “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的基督

教神学政治有着惊人的暗合之处，相应地，西方横轴上的君主制、纵轴上的单一制，就成

为中国传统身体政治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外，中西方君主所共同承当的国家身体医生之

职，不仅暗含了君主的决断权，还强化了君主制的正当性。

　　 （二）中西交汇的国体与政体概念

　　中西之间，关于国体和政体之间的关系演变，其过程颇为复杂，但可简述如下：从中
世纪至１８世纪西方 “政体与国体混用，政体包含国体”，到１９世纪后期德国法学家 “以国

体取代政体”，再到日本和中国民国初期的 “国体政体二元论”，〔７７〕乃至三元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发轫于日本、成型于民国初期的二元论，乃基督教 “国家二维构

造”即 “横轴”与 “纵轴”之区分的映射和发展。西方国体构造中的纵横区分，使得１９世
纪德国公法学家如伯伦知理等人所使用的国体概念，无法周延地囊括两个维度的国家构造

之类型。而正是要解决纵轴和横轴区分所带来的国体类型的划分难题，继受德国国体学说

的日本学者尝试提出国体政体二元论，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从日本学者穗积八束 “不成

功的尝试”，到梁启超１９１１年 《新中国问题》中 “纵轴为国体，横轴为政体”的 “张冠李

戴”二元论，再到章士钊予以纠正并确立 “横轴为国体，纵轴为政体”的正统二元论，此

外，还有戴季陶将 “横轴”定义为 “国体”和 “政体”、将 “纵轴”的单一制和联邦制单

列为 “国家结合形态”的三元论。〔７８〕

　　不过，就本文所涉及的中西历史时期，国体与政体两个概念恰好可以通假使用，且均
为一元论。如前所述，从中世纪到法国大革命的 １８世纪，“政治体”与 “国家身体”交替

使用，均包含横轴与纵轴两个维度。同样，民国 “制宪十年”期间的１９１３年 《天坛宪法草

案》和１９２３年公布的 《中华民国宪法》，其第一章第１条 “国体”表述为 “中华民国永远

为统一民主国”。据杨铭源对此的解释，所谓 “民主国”，即 “自辛亥革命之后由君主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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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７３〕，杨寄林译注书，第７９８页。
前引 〔７３〕，杨寄林译注书，第４２０页。
参见 ［德］普芬道夫： 《人和公民的义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本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４２页；Ｊ．Ｋ．
Ｂｌｕｎｔｓｃｈｌｉ，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８９５，ｐ．３２９；前引 〔２〕，林来梵文，第６６页以下。
参见林来梵：《国体宪法学：亚洲宪法学的先驱形态》，《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１３０页以下；梁启
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载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４３３页以下；章士钊：《国体与政体
之别》、《再论国体与政体之别》，载 《章士钊全集》第二卷，文汇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４９页以下，第 １１７
页以下；戴季陶：《宪法纲要》，载 《戴季陶集１９０９—１９２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页以下。



变为民主制”，而所谓 “统一”，“当然指单一国家……为 ‘联邦’二字之对待名词”。〔７９〕

五、民国初期的国体选择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处于懵懵懂懂中的中华
民国，突然遭遇来自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在前、联邦制紧随其后的两大冲击，国体面临着横

轴和纵轴上的选择。

　　 （一）横轴之国体观

　　由于与中国传统身体政治学格格不入，共和、民主、平民政治，犹如被打开的 “潘多

拉魔盒”，引发了 “共和民主恐惧症”。以支持君主制的康有为和杨度等人为例，“元首定于

一”乃康、杨二人终身信奉的政治哲学，也是他们投身政治实践力倡君主立宪的动因所在。

　　康氏认为，世界各国之所以强大，并非源于政治之善或炮械精良，而是因为定于一心：
“举国君民，合为一体，无有二心也。夫合数千百万人心为一心，其强大至矣。”因此，“定

于一”被康氏奉为治国圭臬：定其治本以为国是，乃可以一人心而求治理。〔８０〕相反，取代

君主制的共和，在康氏眼中乃 “无首”的凶兆和亡国的祸根。在 １９１１年的 《救亡论》中，

共和被其喻为 “无首”：“群龙无首……共和也。……共和之民，选总统也。……然孔子广

陈诸法……而不多称无首之共和。”〔８１〕在 １９１２年的 《中华救国论》中康氏疾呼，共和

“《易》称无首。……若误行之，为暴民无政府之政，可以亡国”。〔８２〕１９２０年康氏断言，
“群龙无首……则平等无主”。〔８３〕对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人民主权，康有为深感恐惧：“立宪

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民风所动，大波翻澜，迥易大地，深可畏

也。”〔８４〕

　　在康氏看来，民主等于亡国。在给段祺瑞的信中，康有为写道，“美为民主国，势如散
沙”。〔８５〕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断言，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国会既开……暴民专制，又将

复现……下则暴民与暴民争，上则军将与军将争，内则总统与总理争……国将不国矣”。〔８６〕

在 《共和平议》中，康氏疾呼， “吾国必行民主乎，国必分裂……始于大分裂，渐成小分

裂，终遂灭亡”。〔８７〕在 《救亡论》中康有为称， “召瓜分而亡中国，皆为谬幕共和政体之

故”。因此，在中国当今的据乱之世，“万无立民主之理也”。〔８８〕

　　总统与君主均为元首，但是，“元首恒定于一”的观念，决定了康氏舍总统制而崇君主
制。在 《救亡论》中康氏宣称，“争总统者，两党列军相当……死国民无算……其害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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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铭源对 “国体”条文的说明，参见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０１页。
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４０页以下。
康有为：《救亡论》，《不忍》１９１３年第７期，第３４页。《康有为政论集》收录的 《救亡论》并不完整，本文

不予援引。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９９页。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载前引 〔８０〕，汤志钧编书，第４７６页。
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同上书，第３０９页。
康有为：《复段祺瑞书》，载前引 〔８２〕，汤志钧编书，第９８８页。
康有为：《与徐世昌书》，同上书，第９９２页。
康有为；《共和平议》，同上书，第１０３１页以下。
前引 〔８１〕，康有为文，第３８页。



则反不如有君主而不乱之为良法也”。其中原因，“盖有君在，可藉以止总统之乱源焉”。〔８９〕

　　国会主权也成为康氏抨击的对象。在１９１１年的 《共和政体论》中，康有为称，“国会

权至大，则国会中之争杀可起，两党拨刀，祸烈甚大”。因此，今日之中国，“未宜行议长

共和制也”。〔９０〕１９１３年，康氏宣称，“国会乃空文耳”，国会必须以政党为依托，然而 “各

自立党，难于合一”。如果中国实行国会主权，势必引发政党相竟，“害大者矣”。〔９１〕同理，

多党混成的政府内阁，“心志必不齐，意见必不一，不能为身臂指使之呼吸灵通矣”。〔９２〕可

见，排斥国会主权、反对政府内阁制，均为康氏所信奉的 “元首定于一”的身体政治学

使然。

　　就此而言，杨度与康有为并无二致。国家犹如人体的隐喻，萦绕在杨度的头脑中。在
《金铁主义说》中，杨度写道， “夫一国之事有如一身，牵一发而全体皆动，目之所注视，

全体之所注视者也，足之所行动，全体之所行动者也”。同样，“一日不可无首”也是杨度

的政治信仰。他历数了当时群龙无首的现象， “中国之权力，上不集于君主，中不集于政

府，下不集于督抚，是其权力放散，无所归属”。杨氏感叹道，“此其现象至为怪异”。〔９３〕

　　 《君宪救国论》集中体现了杨度 “元首定于一”的信念。杨度称，“君主乍去……遍地

散沙，不可收拾”。在援引孟子 “定于一”的言论后，杨度解释，“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

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而总统竞选制，“其枭桀者则以为

人人可为大总统……选举不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也正是基于与康有为同样的信念，杨度

弃总统而取君主： “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

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杨度深谙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禁忌：“竞争大总

统，不为罪恶；竞争君主，乃为大逆，谁敢尝试此者？此即定于一之效也。”因此，元首恒

定于不可竞争之君主，为固国之本、富国之道：“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９４〕

　　正是依据 “是否定于一”的标准，杨度在筹安会宣言中进一步区分了君主制与总统制：

“君主国之元首，贵定于一；共和国之元首，贵不定于一。”他宣称，当前避免亡国之法，

“惟有废除共和，改立君主，摒选举之制，定世袭之规”。在今天看来荒诞无比的君主复辟，

在杨度眼中堪称扭转乾坤之举：“使元首地位绝对不可竞争，将不定于一者使定于一。”收

到的奇效是，“无穷隐祸，概可消除”。〔９５〕由此可见，沿循 “元首恒定于一”这一逻辑，以

君主立宪取代总统选举制，实乃康有为、杨度二人的不二之选。

　　毋容置疑，与康有为一样，杨度投身君主立宪，并非贪恋复辟后能获得的权力，而是
其信仰使然，也是其忧国救国的具体实践。复辟失败后，在 １９１６年致各报馆公电中杨度坦
言，“君宪有罪，罪在度身”。然而，杨度向天下表明其心志：“诚以君宪则元首定于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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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８１〕，康有为文，第３６页，第４０页。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载前引 〔８２〕，汤志钧编书，第６８１页。
康有为：《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同上书，第８９７页以下。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同上书，第７２２页。
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左玉河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５２页，第８８页以下。
杨度：《君宪救国轮》，同上书，第２８４页，第２８７页以下，第２９１页。
杨度：《筹安会第二次宣言》，同上书，第３０６页以下。



和则元首不定于一。定则息全国之争，不定则启群雄之夺。”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杨度对共

和所致的亡国之危忧心忡忡：“自共和建设以来……知他日元首交替之际，即全国糜烂之时

……中国必亡于共和，度至今犹怀此惧。”〔９６〕同年，在答记者问时，杨度依然笃信，“共和

系病象，君主乃药石……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９７〕

　　其实，一日不可无元首、视君主为正统之元首，这是民初国民的普遍心理。纵使共和
论者李?也坦承，“舟不可以无舵，轮不可以无轴，国不可以无元首”。〔９８〕透过官方公布的

公文，也可以窥视国民的这一心理。天坛宪法草案立法理由称，“中国数千年君主国一跃而

为民主国，国家不可一日无元首之观念，犹深入人心”。〔９９〕视君主为正统之元首，也是帝

制数次复辟的国民基础。白逾桓埋怨道：“袁世凯称帝，劝进称臣者遍天下……张勋复辟，

京津一带，龙旗飘扬。”〔１００〕陈独秀在演讲中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

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要帝制不在 （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

看比登天还难”。〔１０１〕

　　 （二）纵轴之国体观

　　如果说国民对横轴上的民主共和还处于混沌状态而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徘徊的话，
那么，大部分国民对于纵轴上的联邦制，则有着较为清晰的共识，认为联邦制即大逆不道

的分裂国家。

　　联邦制比共和民主制更令人难以接受，也体现在精英人士身上。例如，与横向分权相
比，康有为更痛恨纵向的分权：“国无论君主民主，未有不中央集权也。所与专制异者，以

国会立法以分其权，而未有以地方各立为分权者也。”〔１０２〕众议院议员钱崇铠拥护共和、崇

尚分权于民，但是坚决反对 “分权于省”。〔１０３〕与 “共和民主恐惧症”相比，民初国民患有

的 “联邦恐惧症”更为严重、普遍，持续时间更为久远。

　　以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为例。康有为将联邦制斥为敌国布设的阴谋毒计：“联邦之
体……昔者法路易拿破仑，忌德之强大，乃诱诸侯邦分立，以弱德也”，因此，“若吾中国

之言联邦也，则分大一统为诸小邦以自弱，中路易拿破仑之毒谋也”。〔１０４〕

　　康氏的立论基础乃其笃信的中国传统身体政治学。１９１１年他写道，“若各省奉中央之命
令，如身手臂指之使，则实数千年之良法也。中国独得之，以免欧土千年之争乱者在此”。〔１０５〕

康有为力主恢复孔教，其实，这与康氏头脑中根深蒂固的 “国家灵魂”之于 “人体灵魂”

的关联隐喻是分不开的。在１９１３年的 《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中，康有为

疾呼：“凡为国者……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

治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人失魂乎，非狂则死；国失魂乎，非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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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致 〈亚细亚报〉等报馆公电》，同上书，第３１５页。
杨度：《答 〈京津太晤士报〉记者》，同上书，第３１７页。
李?：《共和广论》，《清华学报》１９１９年第２期。
前引 〔７９〕，吴宗慈书，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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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通俗周报》１９１７年第５期，第２页。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载前引 〔８２〕，汤志钧编书，第７２０页。
参见高一涵：《希望反对联邦论者注意最近的国家性质新论》，《努力周报》１９２３年第３７期，第１页。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载前引 〔８２〕，汤志钧编书，第６９３页。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同上书，第７１７页。



则亡。”〔１０６〕１９１７年，康氏将弃孔教、推联邦的做法喻为 “剥皮”：“年来吾国人士……高谈

联邦……甚至欲废孔子之教，几若恶面皮之黄欲剥之而涂以白粉也……而剥皮则已死

矣。”〔１０７〕

　　如果说康有为反对联邦制是因为其笃信中国传统身体政治学，那么，梁启超反对联邦
制，或许是深受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梁

氏１９０３年专文介绍伯氏的有机体学说，更体现在梁氏 《宪政浅说》中的比喻：“国家为组

织而成之一团体……谓相团结而成为一体也……如人体然，有意识，有行为，对于内而能

统一。”〔１０８〕

　　 “国家统一”被天经地义地理解为单一制，持这一观念者，不惟康梁二人，《天坛宪法

草案》的起草者亦然。该草案第一章第 １条规定 “中国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 “统一”

一词显然不能简单地等置为宪法术语中的 “单一制”。因此，审议会中洛继汉提出，“‘统

一’二字甚有疑义”。杨铭源答复道：“本草案起草时对于 ‘统一’二字亦甚费斟酌，亦知

统一二字非仅指单一国家而言。惟因我国数千年来皆系统一制度，自习惯上言之，统一二

字当然指单一国家而言，故起草时采用统一二字。至 ‘单一’二字不过为 ‘联邦’二字之

对待名词而已，与统一二字本无甚分别也。”〔１０９〕统一即单一制，该公式背后其实隐藏着中

国古老的身体政治隐喻。据 “宪法起草委员会”就该条的 “说明书”解释，“宪法为立国之

大经，国体即其组合之方式……国体即全部宪法之主脑也。主脑不定，无从寻其支配”。〔１１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邦制被视为分裂国家。这一观念不仅根深蒂固地融入普通
国人的头脑中，甚至是制宪委员会成员挥之不去的魔咒。１９１１年 《民国报》刊发 《联邦政

体不可行》一文称，“中华新建之民国，宜采用法国之单一制政体，设中央政府以谋统一，

不可用美国联邦之制，致各省分立致成分裂之势。唐藩之祸其前车也”。〔１１１〕１９１６年，张君
劢在 《联邦十不可论》中将 “国家分裂”列为联邦制十恶之首。〔１１２〕《天坛宪法草案》起草

委员会对联邦制的敌意和仇视，在其公布的 “立法说明书”中展露无遗：“有人假以学理之

研究，伐厥本根，逞其野心。主张失败，复煽以联邦之破坏。”〔１１３〕在此后修改 《天坛宪法

草案》的会议中，反对者将联邦论者斥为 “别有目的”的分裂国家之徒。〔１１４〕

　　 “联邦”成为触痛国人脆弱神经的政治忌语。１９１４年章士钊不无伤感地写道：国中颇
多 “指驳联邦论……倡言统一为中华必采之途，反之则为不韪……国人之厌恶联邦，可谓

至矣”。〔１１５〕各党派也概莫能外，唯恐失去国民选票，诸多党派无不在党纲中昭示 “全国统

一”，与联邦主义者划清界限。〔１１６〕１９１７年陈独秀明确指出，将联邦制的倡导者视为 “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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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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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败坏国家之蟊贼”，皆归因于 “吾国人、党人”的 “神经过敏”。〔１１７〕

　　民国初期出现了一个悖论：联邦主义者，一方面，以 “地方自治”或所谓的 “联省自

治”、“省宪”之名行联邦制之实，〔１１８〕另一方面，对 “联邦”一词避之若浼，或轻或重地予

以批判，以示切割。王宠惠和张东荪就是典型的例子。〔１１９〕

　　查阅 “制宪”会议记录不难发现，议员也将联邦制视为 “洪水猛兽”、 “异端学说”。

在反对者看来，允许地方制度和省制入宪，就意味着变相采纳联邦制。支持入宪的高仲和

发言证实，反对者 “认定省制规定宪法之内即系采联邦主义之先声”。〔１２０〕１９１７年的一篇报

刊文章指出，省制规定于宪法与否之问题，“为吾国近年来争论之烧点。说者曰，规定省制

于宪法，是有取于联邦制，中国不宜也”。〔１２１〕即使到了第二次国会重开的１９２２年间，这一

观念依然主导着议员们的选择。反对省宪的蒋凤梧指出，“我国既非联邦国，何以有联省自

治之说？究其实所谓联省自治不过独立之变相耳。西南各省……自谋独立……欲避独立恶

名……改称自治”。〔１２２〕议员李素提出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省宪 “破坏统一”。〔１２３〕“联

邦”、甚至 “邦”，均成为议员们的忌讳用语。支持联邦制的籍忠寅在制宪会议上感慨道，

“现今一般人对于各省自制省宪一层所怀疑者，只不放心 ‘联邦’二字耳……设因地方分权

遽加以联邦名称，则必有人骇然”。〔１２４〕

　　由此观之，民初近二十年间，国民患有不同程度的 “共和民主恐惧症”和更为严重的

“联邦恐惧症”。这是清教主义固有的 “分裂效应”在民初中国的体现。西方的中世纪和宗

教革命时期，因清教秉持良心独立、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仰，其所到之处，产生了摧

枯拉朽般的 “裂变”和 “分裂”之效，因此最初被罗马教会定为异端。在数百年之后的 ２０

世纪初，作为清教良心神学之子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潮，携其固有的 “分裂因子”，潜入中

国，在带来一系列 “分裂”之效的同时，引发了国人的恐惧。对国人的分裂恐惧症，李大

钊在１９２３年曾有形象的描述：自推翻帝制十多年来，在国人眼中，“解放的运动，都是分
裂的现象。见了国家有人民的、地方的解放运动，就说是国权分裂了……看那国旗由一个

黄色变而为五色……北京正阳门的通路，由一个变而为数个……女孩的辫，多由奇数变而

为偶数……中国有两个国会，两个政府……不都是分裂的现象么？”李大钊总结道，国体恐

惧症就是，“十数年来，国人最怕的有两个东西：一是 ‘平民主义’，一是 ‘联邦主义’”。〔１２５〕

同样，吕复于制宪会议上指出：“溯当民国二年，袁政府时代，国内讳言分权，有言之者，

闻者谈虎色变，目为破坏统一。民国六年之时，则又讳言联邦，有主张者，闻者亦谈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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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１９１７年第３卷第４期。
“联省自治”、“省宪”名称由来及其争议，无不体现了国人对 “联邦”一词的忌讳。参见张继才：《中国近

代的联邦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４２页以下，第１６０页以下。
前引 〔１１４〕，高一涵文，第３６页以下。
前引 〔７９〕，吴宗慈书，第２９５页。
初民：《天坛宪法草案因革意见书》，《民彝》１９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０６页。
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８７４页。
同上书，第９８１页；严泉：《失败的遗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９０页。
前引 〔１２２〕，吴宗慈书，第９３５页。
李大钊：《平民主义》，载杨琥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３６１页以下。



变，以为破坏统一。”〔１２６〕

结　语

　　在西方，以 “基督圣体”为模型，以 “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为原则，１２世

纪至１８世纪的神学家、政治家和法学家完成了 “国家身体”的构建。作为与 “自然身体”、

“自然人”相对立的概念，“神秘身体”、“政治身体”、“虚拟的人”、“法律上的人”，相继

指代教会和国家。〔１２７〕为了防止 “体中之体”、“国中之国”，或者被霍布斯称为的 “人体内

的虫子”泛滥膨胀而导致 “国家身体”破裂，教会、城市及其他社团等就成为 “国家身体”

的一个器官，被拒绝享有如国家一般的法人资格，其成立均实行由国王或国家控制之下的

“特许制”。〔１２８〕由此，“神秘身体”、“政治身体”这一概念就成为 “国家身体”、“国家法

人”的代名词。可见，国家法人并非阿尔布雷希特的首创。将国家喻为活的人体，也远非

１９世纪德国公法学家基尔克、伯伦知理等人所称的 “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发明。

　　 “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的教义，决定了横轴上的一元论，即头部国家主权

者是唯一的、排他的，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必居其一，权力分立或混合政体，

则被视为多头畸形体。纵轴上，单一制被视为正常的国家形态，联邦制则被视为国家分裂

或双头双体的怪胎。在西方的中世纪和启蒙时代，与 “一个头部，一个身体，一个灵”针

锋相对的清教主义，于１７世纪率先在横轴上确立了混合制，进而发展为权力分立，缔造了
多头多元的国体模式；而在纵轴上，历经数百年的抗争和交锋，联邦制成为清教国家的常

态国体。

　　然而，由于缺少类似西方清教革命的洗礼和除魅，中国传统身体政治学不存在共和民
主、混合制和联邦制的文化基因。对于民初二十年的政治乱象和国体选择，如果以身体政

治学的视角审视并解读，一副清晰的历史画面就会呈现出来。帝制覆灭，骤然处于 “无首”

状态下茫然失措的国民，如同无头苍蝇，不断寻找 “头部”，进而尝试确定 “头部之所在”。

在这一痛苦的过程中，由于缺少 “身体大于头部”以及 “议会作为头部”这一神学政治信

仰的熏陶，缺少英国内战期间国会与国王对抗的政治历练，更缺少清教所孕育的联邦主义

信念，当面对来自异域的民主共和制和联邦制时，惊恐万分之间，原有的头部复又被找回，

于是，君主复辟和君主立宪粉墨登场；因军阀割据而一度若即若离的身首，即刻合为一体。

这就是制宪十年间单一制的胜出，联邦制和省宪自治的流产。

　　由于缺少英国清教主义对 “头部”的解构，混合制以及更为 “恐怖”的头部权力分立，

在民初鲜有机会成为考虑的对象，唯一可能取代君主成为头部备选项的，也仅是被误解为

共和的人民主权。纵使这一未竟的人民主权，也不过是 “唯一头部”的位置之转移，远非

“多头共治”的混合制，更遑论之后的权力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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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２２〕，吴宗慈书，第９３８页。
蒂尔尼曾有如下描述：“１２世纪，通常将教会描述为 ‘神秘身体’，到了１３世纪中叶，这一教会学术语慢慢
扩展到世俗用法。大约１２５０年以后，我们就阅读到 ‘国家的神秘身体’。”参见前引 〔４０〕，ＢｒｉａｎＴｉｅｒｎｅｙ书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１１５０－１６５０），第２０页。
参见前引 〔５８〕，Ｃ．Ｔ．Ｃａｒｒ书，第１６８页，第１７４页以下。



　　总之，无论纵轴上摈弃联邦制而采单一制，还是横轴上由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头部
更迭所遵循的线形运行逻辑和一元政治，民初中国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在国体选择和重

构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都与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在横轴上采混合制和权力分立，纵轴上

采联邦制的多头多元模式，大相径庭。这一现象，或许是由三者文化之间的差异与暗合决

定的。中国之所以循法国道路，源于中国传统身体政治学与排斥清教的法国所信奉的天主

教神学政治之间有着高度的暗合之处；中国和法国之所以弃英美模式，乃前二者的传统文

化均与清教神学政治格格不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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